
 

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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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法与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采用静态

与动态协调度两个指标，对 2004-2012 年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进行了测度，并运用 ArcCIS

软件绘制其时空变化图。结果表明：①从静态协调度方面看，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比较

高的协调阶段，即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②按 2004-2012 年静态协调度变化趋势，长三角地区 16 个城市

可划分为逐步上升、逐步下降．先升后降、先降后升和循环被动 5 种类型；⑧从动态协调度来看，长三角地区处于

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的区域覆盖面积不断减少，南京一上海一杭州所围成的三角地区始终属于良好或优质协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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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 年来，我国经济显著发展，但用地外延扩张与存量土地粗放利用的并存使得土地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
[1]
。土地对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但总体上看土地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渐减小
[2]
，因而更为迫切地需要提高土地集约利

用水平。同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尽相同，那么就需要实行差别化的土地管理

策略
[3]
。因此，探究不同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对协调土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土地集约利用的动因和研究方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在土地集约利用的动因方面，李闽认为土地集约利用是私人自

利行为的结果
[4]
；郑华伟则认为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具有重要作用

[5]
；吴郁玲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影

响因素
[6]
。在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测度方法上，主要有：Bayes判别法

[7]
、模糊评价法

[8]
、全局主成分法

[9]
以及熵权法

[10]
等，其中主

成分法和熵权法较为常见，但两者的适用范围不一样
[11-12]

。 

    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土地集约利用的最为重要影响因素，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因此，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探究

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与前的又一研究重点。目前，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①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影响关

系，学者们多采用 Granger 因果检验的方法来研究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为影响关系，较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足耕

地数量变化的单向 Granger原因
[13-15]

。②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的研究更为复杂，原因在于两者间存在巨大的

时空差异：孙宇杰等对江苏省的研究认为两者的协调度是逐步上升的，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的空问差异
[16]
，许艳等研究则认

为呈现苏中>苏南>苏北的分布格局
[17]
。 

就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度问题，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例如，李昌峰等运用重心迁移模型与

空间自相关模型对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上海、苏州、无锡和嘉兴等地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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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一高”热点区域，而扬州，常州等地区则处于“低一低”区域
[18]
；朱天明等的研究结果则表明，杭州市处于高协调区，

嘉兴市等城市则处于低协凋区”，两者在研究结果上表现出差异，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则是选取的时间尺度和研究方法不同，

而且这两种方法均只计算出一定时间内的静态协调度，不能反映出其演变的动态过程。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运用全

局主成分法及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从静态防调度和动态协调度两个方面对长三角地区 2000-2012 年的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

展协调度的时空变化情况进行研究。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更多地揭示长二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变化特征．为实现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1 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休系构建及研究方法 

1 . 1 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进行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研究中，一般倾向于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的方法进行测度区域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

标体系一般从土地利川强度、投入产出效益与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等三个层面
[19]
进行构建。在土地利用强度方面，建设用地面积

和年末实际铺装道路面积在衡量区域土地利用总量方面具有着重要意义，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口密度则更加客观地衡量了区域土

地利用强度；在土地投入产出效益方面，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都是

重要的参考指标，但是由于地区总量差异，采用“地均”的方式更加具有可比性；土地利用叮持续性也是评价土地集约利用的

重要指标，研究表明城市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维护城市生态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
[20]
，长三角地区城镇密集，是我国城市化发

展水平最高的地汉，城市绿地对于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尤为突出，为此本文选取城市绿地覆盖率这一指标予以衡量[16] 。

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区域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两个层面进行测度
[10]
。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有： GDP 、总人 口、

二三产业产值、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以及工业用电量等在长三角地区，总人口与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呈现出较为一

致的空间分布格局
[21]
；而工业用电量是“克强指数”三个指标中的一个，能够有效衡量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实力。富裕程度的主

要指标包括：人均 GDP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利用外资等指标据此，本文建立

长下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 

 

1.2 全局主成分法 

全局主成分（ Generaliz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 GPCA）是基于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运算的，该表是一系列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平面数据表序列，所有一数据表有完全同名的样本点和变量指标。如果按照一般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每张

数据表分别进行分析，则可以得到每一个年份不同样本点主成分投影，但这些不同年份的主成分投影具有完全不同的主超平面，



 

这样就无法保证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更无法对样本的动态变化进行表述
 [22] 

。因此，对于时序立体数据表，应

该从全局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以便寻求一个对所有数据表来说是统一的简化子空间 L(u1,u2,u3„un)，并且从全局看，该子空间

的综合效果是最佳的
[23]
。由于有效地解决了面板数据条件下的墒值法不能更好地比较个体之间的差异性问题，近年来全局主成

分法已被较多地应用于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分析中，用以衡量一个系统某种属性的评价指数。 

若统计 P 个地区，使用相同的 q 个指标变量来描述，记原数据表为 X =（xij）p*q，其中 p 为样本点个数， q 为变量个数。

每年一张表，共有 T 张数据表，构成一个“全局数据表” X =（xij）pT*q。由此，全局主成分的分析步骤如下
 [24]

: 

① 数据的标准化：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将数据进行统一变换来消除量纲的影响。 

② 计算 X 矩阵的协方差矩阵 R 

③ 求 R 的前 m 个特征根λ1≥λ2≥λ3„λm，及对应的特征向量 u1,u2,u3„um，它们是标准正交，因而 u1,u2,u3„um也称为

标准主轴。 

④ 由于 X 是中心化的，则第 h 主成分为： Fh=X’Uk，由此得到因子模型为： 

 

1 . 3 静态协调度和动态协调度模型 

对系统协调度的分析一般采用祸合协调度
 [25]

 的方法，但是比较祸合协调度与隶属函数协调度，可以发现基于 VAR 模型的

隶属函数协调度分析可以更好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反映数据之间的信息这是因为运用 VAR 模型计算的协调值不仅可以反

映本系统前若干期（滞后阶）的关系，也可以反映相关系统前若干期的关系两个系统间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 Cs( i,j）为系统 i 与系统 j 为系统 i 与系统 j 的适应度： 

 

式中：x为系统 j 的实际值，可由全局主成分得到的评价指数求得；x
︵

为系统 i 对系统 j 的协调值，即系统 j 对系统 i 的

最佳协调系数，协调值可利用 VAR 模型回归拟合求得；s
2
为方差 

由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动态性，因此在考虑静态协调度的同时也要考虑动态协调度。

动态适度加人时间变动因素，反映了系统间的连续性和协调发展趋势，土地集约利用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间的动态协调度计算

公式为： 



 

 

式中：Cd（t）代表土地集约利用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在，时期的动态协调 J 性评价指数； Cs( t - k ）为土地集约利用

系统与经济发展水平系统在（t-T+1）～t 各时刻的静态协调度。 

关于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标准，本文主要参考赵芳
[26]
的研究成果，将其划分为 10种类型（表 2 ）。 

 

2 研究区概括和数据来源 

2 . 1 长三角土地与经济发展概述 

长三角地区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包含上海市、江苏省 8 个城市（南京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镇江市、扬州市和南

通市）及浙江省 7 个城市（杭州市、宁波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台州市和舟山市），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城市

最为密集的地区，目前该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2012 年，长二角地区以占全国 1 . 1 ％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 

8 . 2 ％的人口，创造了 17 . 3 ％的 GDP
[27]
，因此，长三角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与其经济发展协调状况的动态变化，始终是

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2 . 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1 一 2013 的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 《 上海统计年鉴 》 《 江

苏统计年鉴 》 《 浙江统计年鉴 》 以及对应的各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收集整理得到。对于个别年份的数据缺失值，本文采用

几何平均法进行近似估算，以保持数据完整性 

3 结果与分析 

3 . 1 各主成分涵义分析 

在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 KMO 检验和 Bartlett ' s 球形检验。首先，对 2000 一 2012 年的土地集

约利用和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分别包含的 10 项指标，按全局主成分分析的要求进行整理，形成时序性立体数据表，再利用 

Stata12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得到 KMO 取样适当性度量、Bartlett ' s 球形检验的统计参数值见表 3。 



 

 

KMO 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样本的 KMO 值都在 0 . 7 以上，问时 Bartlett ' s 球形检验结果表明，土地集约利用样本与

经济发展水平样本的检验卡方值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该样本适合做全局主成分分析： 

依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土地集约利用子系统和经济发展子系统均提取了 3 个主成份（表 4 ）。 

 

从表 4中可以看出，土地集约利用样本中 3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 82.0%，涵盖了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的绝大部分信

息其中：主成分 1在 X5、X6、X7、X8和 X9有相对较大的载荷（>0.35)，而这些指标都是反映长三角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可称为土地集约利用的经济增长效应；主成分 2 在 X1和 X10。上具有较大载荷（>0.50)，而这两个指标代表着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绿化水平，可以称为土地集约利用的环境建设效应；主成分 3 在 X2、X3和 X4上具有较大载荷，反映出土地

集约利用过程中是人口集中和城市建设状况，可称为土地集约利用的城市化效应。在经济发展样本中，同样提取了 3 个主成分

因子，其累计贡献率达到 85.9％。其中：主成分 1 在 Y1、Y3、Y4和 Y5有较大的载荷（>0.35)，这些指标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发展

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可称为经济发展的产业驱动效应；主成分 2在 Y8、Y9和 Y10上具有较大的载荷(>0.35)，这些指标揭示出经济

发展与政府、居民和外商的关系，可称为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效应；主成分 3 在 Y6和 Y7上具有较大的载荷（>0.3)，尤其在 Y7

中的载荷达 0.922，可称为经济发展的投资驱动效应。 

综合 2 个系统 6 个主成分的含义并结合其特征值大小和贡献率份额，从获取数据范围内可以认为：就土地集约利用系统而

言，促进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动力主要有经济增长、环境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三者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贡献率分别为 70.18％、

17.17％和 12.65%；就经济发展系统而言，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有产业建设、社会经济效益和投资强度，只者对

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分别为 65.71％、22.56％和 11.72％根据产业集聚理论，产业园区建设是产业发展的载体，而产业园区建设



 

的第一步就必须落实土地，确定如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二由此可见，如何推进长下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推进传统产

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协调其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3.2 静态协调度分析 

VAR模型是进行隶属函数协调度分析的准备步骤，是通过确定滞后阶来探讨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方法，包含着时间因素一个

时期的变量可能与其自身前几期有着关系，也可能同另一个变量的前几期有着关系，因此在进行 VAR 模型分析之前，需要确定

变量的滞后阶。本文依据 AIC 最小的准则，确定变量的滞后阶（表 5 ）。 

 

从表 5 可以看出，当滞后 4 阶的时候， AIC 值达到最小，以土地集约利用为因变量时的拟合优度为 0 . 9896 ，以经济

发展水平为因变量时的拟合优度为 0 . 9775 ，表明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水平。据此，运用 VAR 模型与公式（ 3 ）可以计算

出 2004一 2012 年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值（原数据是 2000一 2012 年，滞后 4 阶后则为 2004一 2012 

年），再运用公式（ 2 ）计算出两者的静态协调度（表 6 ）。 

 

从表 6 可以看出，除南通市在 2009 年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静态协调度为 0 . 489 外（为濒临失调衰退型），其余

城市都大于 0 . 6 ，处于初级协调发展到优质协调发展之间。因此，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土地资源最为紧缺和经



 

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正逐步建立起一种集约利用土地，有效推进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为了更好地展现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

用与经济发展静态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本文按 2004一 2012 年各城市静态协调度变化趋势，将其划分为逐步上升、逐步下

降、先升后降、先降后升和循环波动 5 种类型。 

逐步上升型：上海市、绍兴市、泰州市和无锡市。这四个城市在近年来，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性的增

长趋势。 2004年，四者的协调值分别为 0 . 808 、 0 . 673 、 0 . 632 和 0 . 8 10 ，上海市和无锡市处于良好协调阶段，

绍兴市和泰州市则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到 2012 年，四者的协调值分别为 0 . 968 、 0 . 791 、 0 . 970 和 0 . 972 ，除

绍兴市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外均处于优质协调阶段。 

逐步下降型：杭州市、嘉兴市、南京市、苏州市和镇江市。 2004年，杭州市、嘉兴市、南京市、苏州市和镇江市的协调值

分别是 0 . 974 、 0 . 862 、 0 . 965 、 0 . 9 巧和 0 . 971 ，除嘉兴市处于良好协调阶段外均为优质协调阶段；而到 2012 

年，五者的协调值分别为 0 . 845 、 0 . 753 、 0 . 859 、 0 . 647 和 0 . 763 ，其中杭州市和南京市处于良好协调阶段，

嘉兴市和镇江市则处于中级协调阶段，苏州市则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先升后降型：常州市和舟山市。常州市在 2004年的协调值为 0 . 807 ，最高时为 2007 年的 0 . 856 ，而在 2012 年则

为 0 . 807 ，经历了一个缓慢上升之后缓慢下降的过程；舟山市在 2004年的协调值为 0 . 731 , 最高为 2006年的 0 . 856 ，

到 2012 年则降到 0 . 657 ，经历了一个先快速上升，之后快速下降的过程。 

先降后升型：南通市和台州市。南通市在 2004年的协调值为 0 . 974 ，到 2009年下降到了 0 . 489 ，而在 2012 年又

上升到 0 . 659 ，在经历一个快速下降的过程后缓慢上升；台州市在 2004年的协调值为 0 . 893 , 2006 年下降到 0 . 837 , 

2012 年又回升到 0 . 957 ，呈现快速下降和快速上升的特点。 

循环波动型：湖州市、宁波市和扬州市。在这三个城市中，湖州市在 2004 年的协调值最高，为 0 . 982 ，经历了先降、

后升、再降的过程，在 2012 年达到 0 . 895 ; 2004 年协调值第二高的是扬州市，为 0 . 878 ，经历了“ W ”型的演变特

征；宁波市 2004 年的协调值仅为 0 . 671 ，处于初级协调阶段，经济了先升、后降、再升的过程。 

3 . 3 动态协调度分析 

静态协调度只反映了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演变趋势。因此，为揭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和协调发展趋势，我们运用公式（ 4 ）计算出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动态协调度，依据表 2 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类型

的判断标准，运用 ArcGIS10.2 软件绘制出动态协调度在 2004、 2008 和 2012 年的分布变化图（图 1 ) ，从图中可以看出

以下三点： 

①  从时序演变来看，长三角地区处于优质协调发展的城市数量和 Cd值持续下降。 

2004 年，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0 . 9≤ Cd ≤1 . 00 ）的城市按 Cd值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湖

州、杭州、南通、镇江、南京和苏州， 6 市 Cd的均值为 0 . 963 ; 2008 年南通市的 Cd值下降到 0 . 838 ，退出了优质协调

发展行列，其余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的 5 市 G 均值为 0 . 933 ，比 2004年下降 0 . 030 ；到 2012 年，处于优质协调发

展阶段的地区演变为湖州、南京、上海和无锡， 4 市 Cd 均值进一步下降到 0 . 922 。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

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之所以呈现这一变化规律，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近 10 多年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有极大提高，

但由于地区行政体制分割，区域产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使得区内产业同构化发展趋势较为突出，导致了区域内的恶性竞争
[28]
，

显著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而使得处于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的城市数量不断下降，且 Cd 值也持

续下降。因此，加快同质产业的组合和改制，推进产业的差异化发展，应该成为进一步提高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



 

展的重点方向。 

② 从空间演变来看，南京一上海一杭州所围成的三角地区始终处于良好或优质协调发展阶段，但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地

区的面积在不断下降。 

研究期内，处于良好或优质协调发展阶段（Cd ≥0 . 80 ）地区的面积占整个长三角面积的比例都在 80 ％以上，其中 2004 

和 2008 年分别为 84.9％与 84.6% , 2012 年为 82 . 5 ％。南京一上海一杭州所围成的三角地区始终处于良好或优质协调发

展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南京和杭州是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在其辐射带动下这一只角区正升级成为世界级城市群，

区内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集聚了各种金融、商贸、文化创意、高端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各种高端的先进制造业，而传统

制造业和服务业正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而这一地区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正逐步成为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

与经济发展最为协调的地区。研究期内，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地区的面积占长三角总面积的比例则由 2004 年的 42 . 8 % ，

下降到 2008 年 41 . 5 % ，再下降到 2012 年的 38 . 0 % ；其主要原因在于， 2012 年上海和无锡 2 市分别取代了杭州和

苏州 2 市，成为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的区域，而前 2 市的面积要明显小于后 2 市；与此同时，镇江和南通 2 市先后退出了优

质协调发展阶段，因而导致了优质协调发展区域的覆盖面积大大减小。其中，南通市由优质协调发展阶段下降到良好协调发展

阶段，又进一步下降到中级协调发展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南通市接受上海和南京的辐射能力明显低于苏锡常、镇江和扬州

地区，其产业以船舶及重装备、电子、化工、建筑为主导，经济效益明显低于金融、商贸、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因而导致

南通市乙值持续下降。 

 

③ 处于同一协调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其协调发展的本质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南京市和湖州市的动态协调度值始终在 0.90 ≤ 1.00 的范围内，即 2 市一直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但两者存在本质的

差异：主要表现在：南京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都比较高（以 2012 年为例，两者分别为 0 . 4674 和 0 . 5337 ) ，

属于高水平的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相比而言，湖州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都相对较低（ 2012 年两者分别为 

0.2311 和 0 . 2521 ) ，属于低水平的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南京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积聚了大量科技和

人才资源，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高，而且土地得到了合理的规划与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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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效益突



 

出，因而两者处于高水平优质协调阶段：相比之下，湖州以制造业为主．其发展水平和效益均相对较低，而且湖州的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也无法与南京市相提并论，因而湖州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均要明显低于南京。因此，对于

处在同一协调发展阶段的不同城市，必须结合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才能更好地判别它们之间的内在差异。 

4 研究结论 

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是否协调是学术界研究的主要热点，本文运用全局主成分法、 VAR 模型、静态和动态协调度模型

对长毛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装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①  全局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环境建设和城市化发展是推进长下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因子，三者对

土地集约利用的贡献率分别为 70 . 18 ％、 17 . 17 ％和 12 . 65 % ；而产业建设、社会经济效益和投资强度则是经济发展

的主因子，三者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分别为 65 . 71 ％、 22 . 56 ％和 11 . 72 ％。因此，产业建设是提高土地集约利用与

经济发展协调水平的重要抓手。 

② 从静态协调度上看，长二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初级协调到高级协调之间(0.6<Cs<1)，表明该地区

正在逐步建立一种有效利用土地，推进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的 16个城市的静态协调度变化趋势分异明

显，可划分为逐步上升、逐步下降、先升后降、先降后升和循环波动 5种类型。 

③从动态协调度上看，研究期间长三角地区由于产业同构化问题突出，区域之间恶性竞争显著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因而长三角地区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的区域面积显著减少，其动态协调值也有所下降。2004-2012 年，上海、南京、杭州已成

为我国科技和人才以及高端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地．3市在长三角地区的引领地位不断增强，因而处于南京一上海一

杭州所围成的三角区域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和经济发展协调水平始终较高。 

④就动态协调度来讲，处在同一协调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其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可能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一些

地区可能由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因而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而一些地区两者发展水平均较低，也可

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因此，在比较动态协调值的过程中，还必须结合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才能进行更为深入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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